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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下降与中国男女
教育的平等化趋势*

叶 华 吴晓刚

提要: 1970 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持续下降，在家庭层面上表现为兄弟
姐妹数的减少，同时也影响了兄弟姐妹的构成，进而影响家庭对子女教育的
投资以及性别间的教育差异。对 2006 年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兄
弟姐妹越多，女性的受教育年数相对男性越低，尤其是在她们有兄弟的情况
下。在中国，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年轻一代的性别间教育不平等相对老一代
降低了。本研究显示，性别间教育不平等不仅受到国家促进男女平等政策的
影响，还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关键词: 生育率下降 兄弟姐妹数 性别教育不平等

一、导 论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教育在决定个人生活际遇上起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Treiman，1970 ) 。由此，要回应“谁能向上流动”
这个研究问题，实质就是要回答“谁能获得教育”的问题( Blossfeld ＆
Shavit，1993; Treiman ＆ Yip，1989) 。性别间教育不平等作为性别不平

等的一个重要方面，受到社会分层研究者的持续关注 ( Buchmann et
al． ，2008) 。对教育分层的比较研究发现，二战后男女在教育获得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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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明显缩小。女性在教育扩张的过程中受益良多( Shavit ＆ Bloss-
feld，1993) ，教育分层的总体变化趋势对女性有利 ( Hout ＆ DiPrete，

2006) 。
在中国，性别间教育不平等也有降低的趋势，女性学龄人口的入学

率和 升 学 率 相 对 男 性 都 有 提 高 ( Bauer et al． ，1992; Wu ＆ Zhang，

2010) 。过去的研究显示，中国的性别间教育不平等受国家政策变化

的影响很大。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调男女平等，然而，当政府关

注经济增长和效率时常常以牺牲平等( 包括男女平等) 为代价( Han-
num ＆ Xie，1994; Lu ＆ Treiman，2008) 。因此，在建国后的 30 年里，政

府政策变动导致性别间教育不平等时而缩小，时而扩大。
近年来女性相对男性在教育水平上的提高更多地是受到经济发展

和教育扩展的影响。然而，经济发展①与性别不平等的关系并不是线

性的( Boserup，1989 /1970; Forsythe et al． ，2000) ，即经济发展或者现代

化并不必然带来性别间的教育平等化。在经济起飞前及初期，性别间

的教育不平等扩大，其原因是经济收入的限制以及重男轻女的倾向使

得家庭更可能投资于男孩而非女孩的教育。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性别间教育不平等开始缩小，因为家庭在此时越过了投资子女教育的

资源瓶颈，在投资男孩的教育之余开始增加对女孩教育的投资。韩怡

梅( Hannum，2005) 对中国 7-16 岁儿童入学和家庭教育开支的研究证

实了这一点。她发现女孩的教育更容易受到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这

在我国农村体现得更明显。
上述对性别间教育不平等趋势的阐述，把我们的视角从宏观的经

济发展引导到对家庭的关注上。权衡教育投资和资源分配的过程由家

庭这个基本单位完成，家庭层面的变化同样会影响性别间教育不平等

的变化。此外，已有的研究用宏观的政策变化和经济发展来解释性别

间教育不平等的变化，我们从中既看不到特定政策的影响，也对其具体

机制不甚明了。
在世界范围内，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往往伴随着生育率的

降低( Bryant，2007) 。前述研究提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性

别间教育不平等都有降低的趋势，并指出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我们

的研究试图把这两部分研究成果联系起来，说明除了经济发展，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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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相关实证研究中，经济发展一般操作化为人均 GDP 的增长，见 Forsythe et al． ，2000。



下降如何通过影响家庭中兄弟姐妹数目，从而促进了年轻一代中国人性

别间教育差距的缩小。其具体机制是，在给定的家庭经济收入条件下，

夫妇的子女数量越少，他们在子女教育投资上则越宽裕，父母也更不必

采取重男轻女的教育投资策略，从而有利于缩小男女间的教育差距。因

此，生育率下降深刻地影响了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进而影响性别间

的教育差距。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关注的是生育率下降对经济发展( Li
＆ Zhang，2007) 、劳动力供给( 王德文，2007) 和人口老龄化( 杜鹏，1995;

姜向群，1996) 的影响，鲜有研究直接探讨生育率下降的社会分层后果，

特别是对性别间教育不平等的影响。本文试图填补这个空白。
基于 2006 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我们试图回答两个问题: 首

先，生育率下降，在家庭层面上表现为兄弟姐妹数的减少，在多大程度

上影响了性别间教育不平等的趋势? 其次，兄弟姐妹的构成是否也影

响了性别间教育不平等?

二、生育率下降和性别差异化的教育投资

中国仅用了 30 年时间就完成了欧洲国家超过 100 年时间才完成

的人口转型( demographic transition)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早中期，我国

出生率约为 35‰。随着抗日战争和内战的结束以及医疗条件的改善，

死亡率从 20‰降低到约 10‰。从 50 年代晚期到 60 年代早期，受大饥

荒的影响，出生率急剧下降，死亡率明显上升( Kung ＆ Lin，2003 ) 。大

饥荒之后出现的补偿性生育高峰结束后，出生率从 60 年代中期的

40‰快速下降到 2008 年的约 12‰( 参见图 1 ) 。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

策，中国的人口转型不可能完成得这么快 ( Bongaarts ＆ Greenhalgh，

1985; Lavely ＆ Freedman，1990)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起初采取的是鼓

励生育的政策，毛泽东在建国前夕的讲话中就提出中国有能力解决人

口增长的问题( Scharping，2003) 。1957 年，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警告，

高生育率将消耗掉经济发展的成就，但他的警告并没有被重视( Tien，

1981) 。其后，由于担心人口增长过快会影响经济发展，中国在 50 年代

和 60 年代分别有过短期的控制生育率的运动( Banister，1987) 。然而，

这两次运动仅仅影响了城镇地区，而当时中国大部分人口居住的农村

地区并未受影响( Lavely ＆ Freedman，1990) 。第一次全国性的计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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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运动始于 1971 年，当时的口号是“晚、稀、少”:“晚”是指男 25 周岁、
女 23 周岁才结婚; “稀”是指拉长生育间隔，两胎要间隔 4 年左右;

“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 Presser et al． ，2006) 。如图 1 所示，随着计划

生育项目①推广到农村地区，人口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② 1979 年，我

国开始实施更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其目标是在 2000 年把全国人口

总数控制在 12 亿以内。政府设立了相应的法律和行政机构来控制人

口增长。1978 年宪法明文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1982 年

后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由于上述因素，总和生育率从 1970 年的

每位妇女生育约 5. 8 个孩子降低到 1979 年的约 2. 7 个孩子，80 年代在

人口更替水平上下波动，1992 年后更降到更替水平以下，1998 年中国

每位妇女生育约 1. 5 个孩子( 参见图 1) 。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统计司，2005: 6;

国家统计局，2009: 89。

图 1 中国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 1949 － 2008)

农村人口占中国人口大约 60%，大多数农村地区实施的并不是严

格的“一胎化政策”，农村各地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力度也有差异

( Peng，2010) 。如图 2 所示，农村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在任何一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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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里的“计划生育项目”指涵盖避孕、优生和优育的项目，有别于 1979 年后实施的计划生

育政策。
在图 1 中，1958 年全国的总和生育率高于农村及城镇地区的总和生育率，这在数学上是

不可能的。这可能是大饥荒时期未能得到准确的数字所导致。



数据来源: Poston et al． ，2006: 12，表 1. 1。

图 2 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的变化( 1950 － 1998)

时期都高于城镇地区，尽管两者之间的差距在近年来有所缩小。由于

农村地区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夫妇的养老大多依靠儿子，这使得“每对

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在农村难以实施( Bongaarts ＆ Greenhalgh，1985;

Presser et al． ，2006) 。因此，1984 年国家修订政策，允许农村夫妇在第

一胎为女孩的情况下生第二胎( White，1994) 。国家未能给农村居民提

供相应的社会保障，因而在生育政策上相对宽松。城镇地区实施的基

本上仍然是“一胎化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城镇居民在就业、
住房、教育及其他福利上对国家的依赖( Lee ＆ Wang，1999) 。

上述背景深刻地影响了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以及性别间教育不

平等的变化趋势。对城镇家庭来说，夫妇生育的子女较少，经济收入对

教育投资的限制也相对较小。极端情况下，在独生子女家庭里，父母不

可能在投资教育上重男轻女。① 然而，农村夫妇需要儿子来支持老年

生活，在同时有男孩和女孩的情况下，他们倾向于对男孩进行更多的教

育投资。此外，已有研究发现，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往往不是男孩，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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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理论上说，在只有一个孩子的城镇家庭里，父母也可以将收入用于消费而不投资女儿的

教育( Becker，1960; Becker ＆ Lewis，1973) ，但这在中国社会不大可能。首先，中国父母

更重视子女的教育，在文化上难以接受为了自己的消费而牺牲子女教育机会的行为。其

次，由于城镇的社会保障较完善，父母的养老实际上不那么依赖于子女的经济支持，子女

给予父母的更多是一种“象征性的经济帮助”。研究也发现在城市中已婚女儿更可能且

也给予父母更多经济帮助( Xie ＆ Zhu，2009) 。再次，女儿受教育更多则能获得更高的收

入，由于女儿在出嫁前仍然会帮助父母，投资女儿的教育仍可看做一种理性选择。



女孩放弃学业并参加工作来帮补家庭( Chu et al． ，2007 ) 。一方面，基

础教育直到 2001 年才由县级财政支持( 乔宝云等，2005) ，贫困地区的

教育对家庭投资的要求更高( Hannum，2003) 。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

转型带来了更多赚取收入的机会，无形中提高了教育的机会成本。在

此背景下，受到影响的往往是女孩的教育。
综上所述，在给定的经济条件下，如果家庭中同时有男孩和女孩，

夫妇倾向于投资男孩的教育。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生育率的下降，使

得家庭层面的孩子数量减少，从而促进了性别间教育平等化。

三、兄弟姐妹的构成与教育获得

教育是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同时又是社会再生产的主要途径

( Blau ＆ Duncan，1967) 。家庭作为影响个体成长最重要的单位，在社

会分层研究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因此，社会学家长期致力于在家庭层

面寻找影响代际资源传递和教育获得的因素。
兄弟姐妹的构成作为家庭结构的一个方面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兴

趣( Cicirelli，1978; Heer，1985; Steelman et al． ，2002) 。兄弟姐妹的构

成包括兄弟姐妹数目、出生顺序、出生间隔和性别构成等方面( Steel-
man et al． ，2002) 。其中，现有研究中最为一致的发现是兄弟姐妹数对

教育获得有负面影响，即一个人的兄弟姐妹越多，其教育程度越低

( Kuo ＆ Hauser，1997; Steelman et al． ，2002) 。相关文献主要提供了两

种解释。其一，群集理论( the confluence theory) 认为，兄弟姐妹数只通

过影响智力发展来影响教育获得，但许多研究发现，兄弟姐妹数除了影

响智力发展( 通常被操作化为在标准化智力测试中的得分) 外，还独立

地对教育获得产生负面影响( Alwin ＆ Arland，1984; Powell ＆ Steelman，

1993; Jger，2009) 。其二，资源稀释假设( the resource dilution hypothe-
sis) 对兄弟姐妹数的影响给出了另一种解释，认为家庭能给予儿童的

资源取决于家庭的资源总量和儿童的数目。兄弟姐妹越多，出生间隔

越短，资源 的 稀 释 程 度 就 越 大，从 而 儿 童 的 教 育 获 得 越 差 ( Blake，

1981) 。该模型的优点在于它区分了两种资源: 有一些家庭资源影响

智力发展，从而间接影响教育成就，如父母与子女的互动; 另一些家庭

资源直接影响教育获得，如经济收入，因为它影响家庭能否为孩子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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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避免孩子因贫困被迫中断学业。对兄弟姐妹数和不同类型资源

之间关系的详细分析，可参考陶尼( Downey，1995) 的研究。
朱敬一等( Chu et al． ，2007 ) 基于亚洲社会的特点，提出了对兄弟

姐妹数影响的第三种解释。通过对台湾数据的分析，他们发现如果把

所有家庭成员的资源都集中起来，家庭更可能牺牲年长的( 女) 孩子的

教育机会，并把她们的资源用来支持年幼的、尤其是男孩的教育。这个

解释可以看作是资源稀释假设的扩展，但它在两个方面与之明显不同:

首先，资源稀释假设认为资源是代际流动的，从父母流向子女，但朱敬

一等( Chu et al． ，2007) 指出，资源也可以在( 代内) 兄弟姐妹之间流动。
其次，资源稀释假设认为出生间隔短会影响到所有相关的儿童，即对年

长和年幼的儿童有对称性的影响，但朱敬一等( Chu et al． ，2007 ) 的研

究发现，只有在出生间隔长的情况下，年长的姐姐才更不利，即兄弟姐

妹数和出生间隔都对女性有非对称性的负面影响。
在对兄弟姐妹构成和教育获得的研究中，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案例。

在中国，促进生育率下降的政策已经实施了 30 年，对人口结构产生了

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许多学者也在关注它的后果( Banister，1987; Li ＆
Zhang，2007; Peng，2000; Poston et al． ，2006; Scharping，2003; White，

2006) 。然而，迄今鲜有研究分析这些政策对性别间教育差距的影响。
其次，与台湾的情况相似，在中国大陆兄弟姐妹的构成也可能对男性和

女性有不同影响，而这种影响随时间的变化对性别间的教育不平等有

重要意义。

四、研究假设

在本文中，我们要展现的是伴随着社会层面的生育率下降，家庭层

面的兄弟姐妹数减少，女性相对男性在教育获得上的差距会随时间而

缩小。这一动态过程要求我们分析多维度的教育不平等。
第一个维度是受教育程度随时间的变化。总的来说，人们的受教

育机会随时间增加，因此年轻一代比年长一代获得更多教育。第二个

维度是性别间的教育差距，即女性相对男性在受教育程度上是否处于

不利地位。正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女性在

教育扩展过程中受益更大。由此，这两个维度的交互作用反映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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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 1: 年轻世代( cohort) 的性别间教育差距要小于年长的世代。
现有研究发现，个人受教育程度与兄弟姐妹数成反比，这是第三个

维度。由于重男轻女的倾向，在子女数越多的家庭中，女孩的受教育程

度越低。用统计术语表达，即我们认为性别和兄弟姐妹数的交互项对

教育获得有影响，由此我们得到第二个研究假设:

假设 2: 在兄弟姐妹数更多的家庭中，性别间的教育差距更大。
与受教育程度随时间变化同步的是我国生育率的快速降低，表

现为家庭中的兄弟姐妹数减少。同时，经济发展和教育扩展又给予

人们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中国家庭变得更加宽裕，可以对子女进行

更多的教育投资。我们因而假设兄弟姐妹数和世代的交互作用影响

教育获得:

假设 3: 兄弟姐妹数对教育获得的负面影响在年轻世代中要小于

年长世代，或者变得不显著。
已有研究中，韩怡梅和谢宇( Hannum ＆ Xie，1994 ) 关注的是假设

1，陆瑶和特雷曼( Lu ＆ Treiman，2008) 关注的是在不同的政策背景下，

兄弟姐妹数对教育影响的变化( 与假设 3 稍有不同) 。本文更进一步，

探讨上述 3 个维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对教育获得的影响。韩怡梅( Han-
num，2005) 对经济发展和性别间教育差距的研究暗示，在现阶段的中

国，女性相对于男性在教育扩展上受益更多。我们指出，其机制在于兄

弟姐妹数的减少，由此得出假设 4:

假设 4: 兄弟姐妹数对女性教育获得的负面影响要大于男性( 非对

称性影响) ，但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促进了生育率的降低，在年轻世代里

兄弟姐妹数对女性教育获得的非对称性影响会减弱。
上述 4 个假设可以用以下的模型表示: ①

Yeduc = α + β1·sex + β2·cohort + β3·sibsize + ·sex × cohort
+ δ·sex × sibsize + γ·sibsize × cohort + λ·sex × sibsize
× cohort + β4X +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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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注意在检验假设 1、2 和 3 时，我们只需要纳入相应的交互项，而不必纳入模型中的其他

交互项，例如检验假设 1 只需要纳入 sex 和 cohort 的交互项。但是检验假设 4 却要求纳

入所有交互项，但这会导致模型的结果解释起来比较复杂。因此，我们按照世代( cohort)
分别进行回归，模型中纳入 sex 和 sibsize 的交互项，然后看这一交互项的系数随不同出

生世代的变化。



Yeduc表示的是受教育程度，sex 是表示女性的一个虚拟变量，cohort
是根据出生年划分的世代，sibsize 表示兄弟姐妹数，X 表示一系列的控

制变量，ε 是误差项。在该模型中，已有文献告诉我们 β1 为负，即女性

相对男性在教育获得上处于不利地位; β2 为正，即年轻世代比年长世

代获得更多教育; β3 为负，即兄弟姐妹数对本人教育获得有负面影响。
我们的假设 1 预测  为正，假设 2 预测 δ 为负，假设 3 预测 γ 为正。

有一种观点认为，父母决定孩子数量和质量本身就是一个内生的

权 衡 过 程 ( Endogenous Quality-Quantity Tradeoff ) ( Becker ＆ Lewis，
1973; Becker ＆ Tomes，1976) ，也就是说，父母在决定子女数时，可能同

时考虑了他们拥有的资源以及对子女教育程度的期望。这本质上是一

个内生性( endogeneity) 问题，即有一个未被我们观测到的变量“父母对

子女教育获得的期望”同时影响了( 自变量) 兄弟姐妹数和( 因变量) 教

育获得。由于“父母对子女教育获得的期望”未被测量，它进入了误差

项 ε 中，如果它又跟变量兄弟姐妹数相关，就会导致我们对 β3 的估计

有偏( biased) 。
然而，我们认为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未必会有这种对孩子数量和质

量的权衡。首先，孩子在中国长期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尤其是农村地区

被视为劳动力和老年生活支持的来源。其次，对中国大部分人来说，生

育孩子的偏好主要是一种文化上的规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

法就是这种文化心理的反映，所以这种理性权衡在中国家庭中相对不

普遍( Lu ＆ Treiman，2008) 。更重要的是，控制生育率的政策对生育决

定的影响远大于夫妇自身对孩子质量和数量的权衡。这种权衡作为西

方发达国家流行的生育观念，更可能影响我国城市的中产阶级，但他们

却受到“一胎化政策”更严格的约束。再次，即使父母确实根据对孩子

教育的期望来决定生育孩子的数目，这种权衡所质疑的也只是兄弟姐

妹数和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在统计上即兄弟姐妹数对教育获得的主

效应( main effect) 受到“父母对子女教育获得的期望”的影响，导致 β3

的系数有偏。本研究提出，由于社会层面的生育率降低，家庭层面的兄

弟姐妹数减少，女性相对男性在教育获得上的差距也随时间变小。在

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下，父母在决定孩子数量上已经没有多大自主权。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几乎没有父母在决定子女数量时，还同时考

虑了孩子的性别、教育程度以及未来教育机会的增加。即我们没有很

强的证据，表明兄弟姐妹数对性别间教育差距的变化的作用受到“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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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对子女教育获得的期望”的影响，导致 λ的系数有偏。

五、数据、变量和方法

( 一) 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 2006 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2006 ) 。
该调查运用多层次抽样方案，涵盖了中国城市和农村地区。它搜集了

被访者教育获得和家庭背景等信息，且第一次在综合社会调查中搜集

了被访者兄弟姐妹的信息。

( 二) 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被访者的受教育年数，这个变量的选择与人力

资本理论直接相关。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们在学校中所受教育的年

数反映了对教育的投资( Becker，1962 ) 。CGSS 2006 问卷中直接询问

了被访者“受过多少年的学校教育”。① 相应地，我们用 OLS 模型来研

究个人受教育年数的决定因素。
自变量包括被访者的性别、兄弟姐妹构成、出生世代 ( birth co-

hort) 、民族、户口出身、父母的受教育年数和父亲的职业。
性别在我们的研究中用一个虚拟变量( 女性 = 1 ) 表示，以此反映

男女在受教育年数上的差异。
兄弟姐妹构成: 如前所述，兄弟姐妹构成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反映在

其对资源的稀释上。调查中搜集了被访者 10 岁时有过的以及在调查

时仍健在的哥哥、姐姐、弟弟和妹妹的数目。我们选择用被访者 10 岁

时的兄弟姐妹数来测量其兄弟姐妹构成，因为相比其他两个时点，它更

能反映在被访者成长过程中兄弟姐妹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出生世代: 为了反映生育率下降对性别间教育不平等的影响，我们

用 1971 年的“晚、稀、少”运动和 1979 年正式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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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对照过被访者回答的受教育年数和用最高教育程度转换过来的受教育年数( 即小学
=6 年，初中 = 9 年，高中 = 12 年，等等) ，两者的回答是一致的，相关系数达到 0. 9686，因

此被访者对受教育年数的回答是可靠的。考虑到多元线性回归的因变量为定距变量，而

用最高教育程度转换过来的受教育年数取值相对较少( 例如不会有 4、5、7 等取值) ，因此

用被访者回答的受教育年数作分析更好。



分水岭，区分了 3 个出生世代，即出生于 1949 － 1970 年、1971 － 1978
年，以及出生于 1979 － 1988 年的人。① 我们认为，由于生育率下降，性

别间的教育差距在年轻的出生世代中会小于年长的出生世代。
民族: 已有研究发现，中国少数民族比汉族的受教育程度低( Han-

num，2002) 。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针对的主要是汉族，导致少数民

族和汉族的生育率变化趋势不同。与之相应，我们加入一个以汉族作

为参照组的虚拟变量来控制民族之间在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
户口出身: 我国自 1955 年起实施户籍登记制度，主要目的是控制

人口迁移( Chan ＆ Zhang，1999; Cheng ＆ Selden，1994 ) 。现有研究显

示，农村和城镇户口的区分对人们的教育获得和生活际遇有重要影响

( Wu ＆ Treiman，2004，2007) 。CGSS 2006 询问了被访者“农转非”的时

间，我们可以据此构建一个变量来测量被访者的户口出身。因为大多

数人在 7 岁时开始就读小学，我们用被访者 7 岁时的户口类型作为其

户口出身。具体来说，如果被访者从未经历过“农转非”，调查时为农

村户口，则为农村户口出身; 如果被访者调查时为城镇户口，且从未经

历过“农转非”，又或者在 7 岁之前经历了“农转非”，则为城镇户口出

身; 反之，如果被访者调查时为城镇户口，但在 7 岁之后才经历“农转

非”，则仍为农村户口出身。
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年数: 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影响子女的受教育

程度( Blau ＆ Duncan，1967; Ganzeboom ＆ Treiman，1993; Shavit ＆ Bloss-
feld，1993; Treiman ＆ Yip，1989) ，因此我们在模型中把它们作为控制变

量。由于 CGSS 2006 的问卷没有单独询问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而是在

询问家庭成员情况时才问及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导致这两个变量有很

多缺失值( 见表 2) 。为了避免样本损失，我们先不把父母的受教育年

数纳入模型。我们另外进行了分析，把这两个变量加入模型，以保证不

纳入这两个变量的分析结果可靠。
父亲的职业: 社会分层研究通常用 14 岁时父亲的职业作为家庭背

景的测量，因为此时父亲所能提供的经济资源对孩子的教育前景有很

大影响。然而，在 CGSS 2006 中询问的是 18 岁时父亲的职业。假定在

被访者 14 岁到 18 岁间父亲的职业没有明显变化，我们用被访者 18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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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分期，详见冯立天等 ( 1999 ) ，苏 杨 等 ( 2008 ) ，孙 沐 寒
( 1992) ，Banister( 1987) 、Bongaarts ＆ Greenhalgh( 1985) 、Presser et al． ( 2006) 。



时父亲职业的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ISEI) 作为对家庭背景的测量，

用于衡量家庭支持孩子继续学业的经济能力。

六、实证分析结果

表 1 展示的是按性别和兄弟姐妹数区分的中国成年人的平均受教

育年数。① 总的来说，男性的受教育年数多于女性。但是，一个突出的

例外是在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中，女性比男性的平均受教育年数更多:

在只有一个孩子( 即没有兄弟姐妹) 的家庭中，女性平均接受了 10. 6
年的正式教育，而男性平均的受教育年数为 10. 2 年。无论男女，随着

兄弟姐妹数增多，受教育年数减少，但男性在非独生子女家庭中相对女

性较为有利。此外，随着兄弟姐妹数的增多，男女的教育差距也增大:

女性在有两个孩子的家庭中平均比男性少接受 0. 4 年教育，但在有 6
个或以上孩子的家庭中她们比男性少接受 2. 1 年教育。

表 1 按性别和兄弟姐妹数区分的平均受教育年数

男 女 差别

没有兄弟姐妹
10. 2 10. 6 － . 4

( 512) ( 460)

1 个兄弟姐妹
9. 5 9. 1 . 4

( 665) ( 709)

2 个兄弟姐妹
8. 8 7. 6 1. 2

( 748) ( 910)

3 个兄弟姐妹
8. 1 6. 9 1. 2

( 696) ( 886)

4 个兄弟姐妹
7. 6 6. 2 1. 4

( 545) ( 723)

5 个兄弟姐妹以上
7. 5 5. 4 2. 1

( 597) ( 864)

平均受教育年数 8. 6 7. 2 1. 4

样本量 ( 3763) ( 4552)

注: ( 1) 括号内为频数; ( 2) 数据根据抽样概率进行过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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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教育年数中位数的结果跟均值一致，在此不再展示。



表 1 支持了我们的假设 2，即兄弟姐妹越少，受教育年数的性别的

差距越小。然而，对此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即年龄较大的人才可能有更

多兄弟姐妹，而年龄小的人更可能出生在独生子女家庭，因此表 1 反映

的未必是兄弟姐妹数的影响，而可能是年轻一代在教育机会增加的过

程中受益了。
为了控制教育扩展的影响，我们对不同兄弟姐妹数分别作图，以反

映性别的教育不平等随出生年的变化趋势( 见图 2) 。① 在独生子女家

庭中( 图 2a)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受教育年数随出生年几乎呈直线提

高。对那些出生于 1960 年之后的人来说，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数实际

上超过了男性，尽管差别很小。然而，对那些出生于有两个孩子的家庭

的人来说( 图 2b) ，女性在受教育年数上开始处于不利地位。尽管控制

了出生年，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女性在受教育年数上少于男性。男女间

的教育差距在有三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中更明显( 图 2c 和图 2d) 。教

育扩展本身不能解释图 2 中出现的不同模式。从图 2 我们可以看出兄

弟姐妹数对女性教育获得的负面影响更大。比较这些图，我们也可以

发现，兄弟姐妹越多，受教育年数的增长越慢。这是因为家庭中的孩子

数量越多，对孩子的教育投资越受制于经济收入。
表 2 是样本的描述统计。对比出生于 1949 － 1970 年、1971 － 1978

年，以及 1979 － 1988 年的 3 个世代，可以看到年轻的出生世代受教育

程度更高。年轻出生世代的兄弟姐妹数也明显比年长出生世代少。其

中，出生于 1949 － 1970 年的世代中，独生子女只占 4. 1% ; 出生于 1971
－ 1978 年的世代中，独生子女比例稍有提高，达到 7. 2%，显示出“晚、

稀、少”运动的主要成效是减少每对夫妇生育的孩子总数。1979 年计

划生育政策实施后的出生世代里，独生子女比例快速提高到 21. 5%。
由于引导生育率下降的运动和政策都主要针对汉族，少数民族在人口

中的比例有所上升。父亲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父亲的受教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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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图 2 是用 Stata 中的 lowess 命令进行局部加权平滑处理( locally weighted scatterplot smoot-
hing) 得到。带宽( bandwidth) 设定为 0. 4，以保证我们在得到平滑曲线的同时，该曲线能

最大程度地反映受教育年数随出生年的变化。0. 4 的带宽意味着在任一出生年，以该年

为中心的 40%的样本被用作计算该年出生的人的受教育年数的平滑值。但在两个端

点，即1949 年和1988 年用的是该出生年的所有样本来计算平滑值。对于图中在1984 年

及之后出生的人平均受教育年数随出生年降低的情况我们不应过分解释，因为这部分被

访者在调查时点上最多只有 22 岁，也就意味着他们当中部分人还未完成( 高等) 教育，所

以平均值被拉低。



图 2 按性别和兄弟姐妹数区分的受教育年数随出生年的变化

数和母亲的受教育年数都缓慢提高。①

表 3 展示了影响受教育年数的因素的估计值，所有模型报告都是

稳健标准误( robust standard errors) ，以校正抽样以整群为单位( 居委会

或村委会) 可能带来的偏差。模型 1 是叠加模型，模型 2、3 和 4 是交互

模型。从模型 1 我们可以看到，总的来说，女性要比男性少受约 1. 3 年

教育。每增加 1 个兄弟姐妹，被访者的受教育年数减少约 0. 2 年。正

如我们预料的，户口出身对受教育年数有很大的影响，城镇户口出身的

人比农村户口出身的人多接受约 2. 4 年教育。父亲的职业地位越高，

被访者接受的教育越多。具体来说，父亲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每

增加 10 点，被访者的受教育年数增加约 0. 6 年。少数民族平均比汉族

少接受约 1. 5 年教育。由于经济发展和教育机会扩展，我们发现年轻

的出生世代所受的教育显著地多于年长的出生世代。出生于 1971 －
1978 年的人要比出生于 1949 － 1970 年的人多接受约 1. 5 年教育，出生

于 1979 － 1988 年的人要比出生于 1949 － 1970 年的人多接受约 2. 5 年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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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有缺失值，我们在方括号内注明了计算其均值时所使用的样本

数，注意这些样本数都小于该列底部的样本量。



表 2 按总样本和出生世代区分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总样本
出生世代

1949 － 1970 1971 － 1978 1979 － 1988

受教育年数
7. 9 6. 8 8. 6 10. 0

( 4. 0) ( 4. 0) ( 3. 9) ( 3. 4)

女性( % ) 53. 4 52. 7 55. 1 53. 8

兄弟姐妹构成

兄弟姐妹数
2. 9 3. 5 2. 5 1. 4

( 1. 9) ( 1. 8) ( 1. 6) ( 1. 2)

兄弟数
1. 5 1. 8 1. 2 . 7

( 1. 2) ( 1. 2) ( 1. 1) ( . 8)

姐妹数
1. 4 1. 7 1. 3 . 7

( 1. 3) ( 1. 3) ( 1. 2) ( . 9)

独生子女( % ) 8. 4 4. 1 7. 2 21. 5

少数民族( % ) 8. 5 7. 7 8. 4 10. 5

城镇户口出身( % ) 22. 4 21. 5 21. 3 25. 8

父亲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30. 1 29. 4 30. 1 31. 8

( 13. 4) ( 13. 2) ( 13. 3) ( 13. 8)

4. 1 3. 6 5. 3 6. 5

父亲的受教育年数 ( 4. 1) ( 4. 0) ( 3. 9) ( 3. 8)

［5，547］ ［4，136］ ［1，036］ ［375］

2. 5 2. 1 3. 4 4. 4

母亲的受教育年数 ( 3. 5) ( 3. 3) ( 3. 8) ( 4. 0)

［5，369］ ［3，994］ ［1，011］ ［364］

样本量 8315 5066 1642 1607

注: ( 1) 括号内为标准差，方括号内为频数; ( 2) 数据根据抽样概率进行过加权。

模型 2 关注的是女性相对男性是否更受益于教育机会的增加。从

女性和世代的交互项我们可以看到，女性比男性更多地从教育扩展中

获益，这跟已有的研究是一致的，也支持了我们的假设 1。模型 3 关注

的是兄弟姐妹数对性别的非对称性影响。模型结果显示，兄弟姐妹数

的主效应不显著，即兄弟姐妹数对男性的受教育年数没有显著影响; 但

兄弟姐妹数与女性的交互项显著，意味着兄弟姐妹数对女性受教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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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影响受教育年数的因素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女性
－ 1. 285＊＊＊ － 1. 846＊＊＊ － . 382* － 1. 280＊＊＊

( . 100) ( . 119) ( . 169) ( . 101)

兄弟姐妹数
－ . 236＊＊＊ － . 236＊＊＊ － . 067 － . 194＊＊＊

( . 030) ( . 030) ( . 039) ( . 035)

城镇户口出身
2. 352＊＊＊ 2. 348＊＊＊ 2. 341＊＊＊ 2. 323＊＊＊

( . 133) ( . 134) ( . 135) ( . 134)

父亲职业地位
. 056＊＊＊ . 057＊＊＊ . 056＊＊＊ . 055＊＊＊

( . 004) ( . 004) ( . 004) ( . 004)

少数民族
－ 1. 482＊＊＊ － 1. 491＊＊＊ － 1. 494＊＊＊ － 1. 453＊＊＊

( . 288) ( . 289) ( . 285) ( . 288)

出生世代 ( 参照组:
1949 － 1970 年)

1971 － 1978 年
1. 525＊＊＊ . 851＊＊＊ 1. 536＊＊＊ 1. 811＊＊＊

( . 141) ( . 198) ( . 142) ( . 237)

1979 － 1988 年
2. 505＊＊＊ 1. 698＊＊＊ 2. 498＊＊＊ 2. 925＊＊＊

( . 136) ( . 173) ( . 136) ( . 186)

交互项

女性 ×
1971 －1978 年

1. 249＊＊＊

( . 252)

女性 ×
1979 －1988 年

1. 512＊＊＊

( . 249)

女性 ×
兄弟姐妹数

－ . 315＊＊＊

( . 048)

兄弟姐妹数 ×
1971 － 1978 年

－ . 096

( . 072)

兄弟姐妹数 ×
1979 － 1988 年

－ . 230＊＊

( . 087)

常数项
6. 316＊＊＊ 6. 587＊＊＊ 5. 840＊＊＊ 6. 183＊＊＊

( . 178) ( . 183) ( . 191) ( . 186)

R2 . 297 . 304 . 302 . 298

样本量 8315 8315 8315 8315

注: ( 1) 数据进行过加权处理; ( 2)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3) * p ＜ 0. 05，＊＊p ＜ 0. 001，

＊＊＊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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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负面影响显著地大于男性。具体来说，兄弟姐妹数每增加 1 个，男

性的受教育年数减少约 0. 07 年，但女性的受教育年数减少约 0. 76 年

( = 0. 382 + 0. 067 + 0. 315) 。由此，我们的假设 2 得到支持。假设

3 关注的是兄弟姐妹数的影响在不同出生世代有没有变化。模型 4 的

结果显示，对出生于 1949 － 1970 年的世代，兄弟姐妹数每增加 1 个，受

教育年数减少约 0. 19 年; 对出生于 1971 － 1978 年的世代，兄弟姐妹数

每增加 1 个，受教育年数减少约 0. 29 年( = 0. 194 + 0. 096) ，但相对

出生于 1949 － 1970 年的世代，在 1971 － 1978 年的出生世代里兄弟姐

妹数影响的增大并不显著( 交互项不显著) ; 对出生于 1979 － 1988 年

的世代，兄弟姐妹数每增加 1 个，受教育年数减少约 0. 42 年( = 0. 194
+ 0. 230) ，即兄弟姐妹数对受教育年数的负面影响在最年轻的出生世

代要显著大于最年长的出生世代( 交互项显著) 。这个结果跟我们的

假设 3 相反。假设 3 预测兄弟姐妹数的影响会随着出生世代减小。有

两个因素导致了这个结果: 首先，教育扩展的结果是人们的在校时间更

长，毕业时的平均年龄更大，也更适合从事工作。同时，经济发展的结

果是产生了更多赚取收入的工作机会。教育扩展和经济发展的共同作

用导致工作和继续教育之间的矛盾加剧( Parish ＆ Willis，1993) ，继续

教育的机会成本增大，促使贫困家庭的子女放弃升学而参加工作。举

例来说，如果经济发展在教育扩展之前发生，由于人们离校时年龄还

小，即使劳动力市场上有工作机会，他们也不适合参与。实际情况是，

由于教育扩展和经济发展同时发生，在孩子数量较多、且收入尚不宽裕

的家庭里，为了一些子女能接受更多教育，另一些子女只好中止学业并

参加工作以帮补家庭。其次，在独生子女比重明显增大的最年轻的出

生世代，兄弟姐妹对资源的稀释作用只会更大。具体来说，在独生子女

家庭中，教育投资都集中于一个孩子，这个优势要明显大于有多个子女

的家庭。综上所述，尽管假设 3 被拒绝，但模型结果是合理的。① 由

此，假设 1 和 2 得到支持，假设 3 被拒绝。
接下来我们研究低生育率是否通过兄弟姐妹数的减小从而缩小了

男女间的教育差距。为了衡量生育率下降对性别间教育不平等的影

响，我们把样本分成 3 个出生世代: 最年长的出生世代生于 1949 －
1970 年，那时的生育率相对较高，体现为每个家庭中的孩子数量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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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另外进行了分析，把父母的受教育年数纳入模型，结果跟表 3 一致。



较年轻的出生世代生于 1971 － 1978 年，受到“晚、稀、少”运动的影响，

生育率明显降低( 见图 1) ，兄弟姐妹数有所减少( 表 2) ; 最年轻的出生

世代生于 1979 － 1988 年，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生育率逐渐降低

到更替水平以下( 见图 1) ，兄弟姐妹数也明显减少( 表 2) 。
表 4 中模型 1、2 和 3 是叠加模型，模型 1a、2a 和 3a 是交互模型。

从模型 1、2 和 3 可以看到，女性相对男性在受教育年数上的差距随出

生世代逐渐缩小，在最年轻的出生世代里，女性相对男性在受教育年数

上已经没有显著差异。相反地，兄弟姐妹数对受教育年数的负面影响

随出生世代增大，这与表 3 模型 4 的结果一致。父亲职业地位的影响

在 3 个出生世代变化不大。户口出身的影响在年轻出生世代中有所降

低，而少数民族相对汉族的差距在年轻出生世代中变大了。从模型

1a、2a 和 3a 我们发现兄弟姐妹数的主效应随出生世代增大，但女性与

表 4 兄弟姐妹数在三个出生世代对受教育年数的影响

变量

出生世代:
1949 － 1970 年

出生世代:
1971 － 1978 年

出生世代:
1979 － 1988 年

模型 1 模型 1a 模型 2 模型 2a 模型 3 模型 3a

女性
－ 1. 855＊＊＊ － 1. 111＊＊＊ － . 589* － . 204 － . 285 － . 159

( . 119) ( . 266) ( . 230) ( . 393) ( . 231) ( . 294)

兄弟 － . 174＊＊＊ － . 064 － . 321＊＊＊ － . 229* － . 498＊＊＊ － . 450＊＊＊

姐妹数 ( . 035) ( . 050) ( . 064) ( . 097) ( . 095) ( . 117)

城镇户 2. 562＊＊＊ 2. 552＊＊＊ 1. 882＊＊＊ 1. 898＊＊＊ 2. 019＊＊＊ 2. 015＊＊＊

口出身 ( . 163) ( . 163) ( . 325) ( . 331) ( . 203) ( . 204)

父亲职 . 058＊＊＊ . 058＊＊＊ . 062＊＊＊ . 062＊＊＊ . 046＊＊＊ . 046＊＊＊

业地位 ( . 005) ( . 005) ( . 009) ( . 009) ( . 006) ( . 006)

少数民族
－ . 987＊＊ － . 995＊＊ － 2. 173＊＊＊ － 2. 175＊＊＊ － 1. 915＊＊ － 1. 919＊＊

( . 313) ( . 308) ( . 474) ( . 474) ( . 613) ( . 614)

女性 × 兄 － . 213＊＊ － . 155 － . 088

弟姐妹数 ( . 068) ( . 127) ( . 156)

常数项
6. 260＊＊＊ 5. 886＊＊＊ 7. 657＊＊＊ 7. 436＊＊＊ 9. 093＊＊＊ 9. 029＊＊＊

( . 213) ( . 249) ( . 384) ( . 390) ( . 283) ( . 294)

R2 . 221 . 223 . 212 . 213 . 284 . 284

样本量 5，066 5，066 1，642 1，642 1，607 1，607

注: ( 1) 数据进行过加权处理; ( 2)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3) * p ＜ 0. 05，＊＊ p ＜ 0. 01，

＊＊＊p ＜ 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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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姐妹数的交互项随出生世代减小，并且变得不显著。这意味着一

方面兄弟姐妹数对受教育年数的负面影响随出生世代增大( 这与模型

1、2 和 3 以及表 3 的模型 4 一致) ，另一方面相对男性，兄弟姐妹数对

女性不再有额外的负面影响。对比模型 1a 和 3a 可以明显看到这点，

对出生于 1949 － 1970 年的人来说，兄弟姐妹数对男性的受教育年数没

有显著影响( 兄弟姐妹数的主效应不显著) ，但对女性有显著影响( 交

互项显著) ; 而对出生于 1979 年之后的人来说，兄弟姐妹数的主效应显

著，它与女性的交互项不显著，这意味着兄弟姐妹数的负面影响对男性

和女性没有显著差异。① 由此，假设 4 得到支持。
为了更深入探讨兄弟姐妹构成的影响，我们在表 5 中区分兄弟和

姐妹以比较它们影响的差异。与表 4 类似，模型 1、2 和 3 是叠加模型，

模型 1a、2a 和 3a 是交互模型。从模型 1、2 和 3 可以看到，总的来说兄

弟数对受教育年数的负面影响大于姐妹数。另外，在模型 1a 我们发现

女性和兄弟数的交互项显著，即兄弟数对女性的负面影响比对男性更

大。如何理解这些结果? 这实际上从侧面反映出在早期( 即前两个出

生世代) 家庭比较拮据的时候，如果家中有多个孩子，父母往往会集中

资源给儿子更多教育机会，包括让女儿出嫁以减轻家庭负担( Parish ＆
Willis，1993) ，或让女儿工作以帮补家庭( Chu et al． ，2007 ) 等，这导致

兄弟数对其他孩子( 尤其是女孩) 的受教育年数的负面影响大于姐妹

数。但对出生于 1979 － 1988 年的世代来说，兄弟数和姐妹数的系数差

别不显著( p = 0. 31) ，这意味着随着兄弟姐妹数减少，在年轻的出生

世代中没必要进行重男轻女的教育投资。由模型 1a、2a 和 3a 我们注

意到，女性与兄弟数以及姐妹数的交互项的系数值在三个出生世代变

化不大，但在后两个出生世代变得不显著，这意味着兄弟数和姐妹数在

教育年数上相对男性仍然有更大的负面影响，但是由于生育率下降导

致女性的兄弟数和姐妹数都变少了，从而使得系数不显著。②

表 4 和表 5 反映了随着生育率降低，兄弟姐妹数减少，以及教育扩

展带来更多教育机会，家庭在教育上的投资更加宽裕，不必被迫牺牲女

孩的教育机会，因而男女间的教育差距随出生世代而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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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们另外进行了分析，把父母的受教育年数纳入模型，结果和表 4 基本一致。
我们把父母的受教育年数纳入模型，另外进行了分析，其结果和表 5 一致。



表 5 兄弟数和姐妹数在三个出生世代对受教育年数的影响

变量

出生世代:
1949 － 1970 年

出生世代:
1971 － 1978 年

出生世代:
1979 － 1988 年

模型 1 模型 1a 模型 2 模型 2a 模型 3 模型 3a

女性
－ 1. 848＊＊＊ － 1. 049＊＊＊ － . 533* － . 074 － . 249 － . 097

( . 120) ( . 264) ( . 229) ( . 384) ( . 227) ( . 284)

兄弟数
－ . 245＊＊＊ － . 077 － . 525＊＊＊ － . 360* － . 610＊＊＊ － . 429*

( . 052) ( . 071) ( . 098) ( . 147) ( . 129) ( . 178)

姐妹数
－ . 112* － . 052 － . 166 － . 114 － . 421＊＊ － . 466＊＊

( . 048) ( . 068) ( . 087) ( . 134) ( . 135) ( . 163)

城镇户 2. 555＊＊＊ 2. 538＊＊＊ 1. 866＊＊＊ 1. 888＊＊＊ 2. 017＊＊＊ 2. 012＊＊＊

口出身 ( . 163) ( . 164) ( . 324) ( . 330) ( . 202) ( . 204)

父亲职 . 057＊＊＊ . 058＊＊＊ . 061＊＊＊ . 061＊＊＊ . 046＊＊＊ . 046＊＊＊

业地位 ( . 005) ( . 005) ( . 009) ( . 009) ( . 006) ( . 006)

少数 － . 989＊＊ － 1. 001＊＊ － 2. 218＊＊＊ － 2. 217＊＊＊ － 1. 906＊＊ － 1. 940＊＊

民族 ( . 309) ( . 306) ( . 467) ( . 469) ( . 606) ( . 612)

女性 × － . 334＊＊＊ － . 296 － . 313
兄弟数 ( . 095) ( . 186) ( . 248)

女性 × － . 115 － . 082 . 081
姐妹数 ( . 092) ( . 182) ( . 236)

常数项
6. 289＊＊＊ 5. 900＊＊＊ 7. 692＊＊＊ 7. 453＊＊＊ 9. 093＊＊＊ 9. 029＊＊＊

( . 213) ( . 250) ( . 383) ( . 392) ( . 283) ( . 294)

R2 . 222 . 225 . 217 . 219 . 285 . 286
样本量 5，066 5，066 1，642 1，642 1，607 1，607

注: ( 1) 数据进行过加权处理; ( 2 )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3 ) * p ＜ 0. 05，＊＊p ＜ 0. 01，

＊＊＊p ＜ 0. 001。

七、结论与讨论

本文研究兄弟姐妹构成和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中国生育

率下降如何促进了性别间教育平等化。研究结果显示，就受教育年数

而言，兄弟姐妹越多，女性的不利地位越明显，且兄弟数对女性的影响

比姐妹数大。随着生育率下降，家庭中的孩子数量减少，性别间的教育

差距在年轻的出生世代中缩小了。这一差距的缩小是因为两个方面的

变化，一是家庭里孩子数量变少了，投资教育更不必重男轻女; 二是女

性更不必要放弃学业，提早工作来帮补家庭和支持其他兄弟姐妹的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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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文献并不是完全没有关注过我们研究的问题。韩怡梅和谢宇

( Hannum ＆ Xie，1994 ) 在研究国家政策对性别间教育不平等的影响

时，曾考虑过生育率下降的影响。但他们使用的数据是 1985 年中国第

一期生育率抽样调查，“晚、稀、少”运动后出生的孩子在那个时点上最

多只有 14 岁，很多人尚未完成学业，更不必说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出

生的孩子，因此他们没有观察到生育率下降对性别间教育不平等的影

响。杨菊华( 2007) 分析了 2000 年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CHNS) ，发

现独生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的失学率更低。她的研究跟西方关

于兄弟姐妹数影响教育获得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但并没有侧重于性别

间教育不平等。崔明和瑞持( Tsui ＆ Rich，2002) 在 1998 － 1999 年调查

了武汉的 1040 个初二学生，发现在独生子女家庭里，父母对男孩和女

孩的教育投资、男孩和女孩自身的教育期望和数学成绩都没有显著差

异，但该研究没有比较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也没有涉及性别间教育

不平等随时间维度的变化。陆瑶和特雷曼( Lu ＆ Treiman，2008) 的研

究分析了在不同时期的国家政策背景下，兄弟姐妹数对受教育年数影

响的变化，但他们的研究没有关注性别不平等这个维度。
我们的研究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综合考虑了性别、兄弟姐

妹数和出生世代三个维度，阐述了加速生育率下降的“晚、稀、少”运动

和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性别间教育不平等的机制。具体来说，在给定的

经济收入条件下，由于生育率降低，家庭中的孩子数量减少，父母在子

女教育投资上更宽裕，也更不必采取重男轻女的教育投资策略，从而缩

小了男女间的教育差距。本研究指出，性别间教育不平等不仅受到国

家促进平等或经济发展的宏观政策背景的影响( 见 Hannum ＆ Xie，

1994; Lu ＆ Treiman，2008) ，还受到降低生育率的具体政策的影响。生

育率的下降不仅仅促进了经济发展( Li ＆ Zhang，2007) ，也降低了性别

间的教育不平等。这些发现都对发展中国家促进性别间教育平等有启

发意义。我国 1979 年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之所以产生持续的影

响，是因为它影响了之后进入生育年龄的人群。此外，作为国家实施的

政策，它可能也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以及家庭中父母和子女之间的

关系。我们期待有更多的研究分析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的关注点是加速生育率降低的运动和政策的

后果，但 是 我 们 认 为 它 是 未 被 预 料 到 的 后 果 ( an unintended conse-
quence) ，即“晚、稀、少”运动和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直接原因是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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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矛盾，而不是国家有意要以此促进性别间教

育平等化。本文并不尝试回答“计划生育政策是否正确”，因为“正确

与否”是价值判断，不是实证研究所能回答的问题; 至于“有没有其他

替代措施”的问题，应由学者运用严谨的定量分析方法来回答( 例如

Bongaarts ＆ Greenhalgh，19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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